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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村庄社会排斥及其多元化治理研究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的观察

田先红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湖北 武汉摇 430079)

摘摇 要: 在疫情暴发期间,村庄社会排斥表现为拒绝与解除隔离的村民交往、采取过火的封户措施、举报被隔离对

象的正常行为和强制劝返外地人员等。 村庄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包括触发机制、共情机制、信任机制和管控强化

机制;经由这四种机制,疫情的不确定性风险被不断放大,使得村民对他人产生更为严重的社会排斥;村庄社会排

斥影响了村庄共同体的团结,加剧了村庄共同体的裂痕。 为减少村庄社会排斥和歧视,提出未来应该通过基层政

府、村庄社会和村民个体等多元主体进行协同共治,形成治理合力,不断提升社会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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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古以来,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往往会出现确

诊患者、疑似患者或者与重点疫区有关联之人遭到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现象。 这在中外重大

疫情的有关研究著作中均有呈现。 2020 年初,在全

球多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蔓延及防控期间,我国部

分地区同样出现了患者、疑似患者以及重点疫区返

乡人员被社会排斥的现象,即使身体健康的重点疫

区人员在就业、生活等方面遭受的社会排斥和歧视

也并不鲜见。 这给社会共同体建设带来消极影响。
2020 年 4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议强

调,严禁歧视湖北籍劳动者,坚决依法纠正个别单位

拒绝招录、无故辞退湖北籍劳动者等就业歧视行

为淤。 可见,我国部分地区在疫情期间的社会排斥

和歧视行为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值得深思

的是,我国在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建设之后,对于患

者、疑似患者和疫区返乡人员的排斥和歧视仍然在

现实的社会反复再现。
社会排斥在一般大众化社会(或者陌生人社

会)中产生,我们尚可理解。 但是,村庄熟人社会中

的交往遵循“歧视原则冶 [1],即村民只排斥和歧视陌

生人,而不会歧视村内的“熟人冶,意味着村民行为

遵循“内外有别冶的特殊主义逻辑[2]。 在这种逻辑

支配下,村民应该不会对村内的病毒感染者、疑似感

染者或重点疫区返乡人员产生排斥行为。 然而,值
得关注的是,我国在被视为熟人社会的村庄中,也产

生了不少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疫区返乡人

员的社会排斥现象。 村庄社会中的排斥和歧视行为

产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

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重大传染病暴发期间的社会排斥和歧视现象是

学界的一个经典研究主题。 相关研究涉及非典、麻
风和艾滋病等多种传染病患者所遭受的社会排斥和

歧视问题[3 - 4]。 学界已有关于传染病患者遭受歧视

现象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对人们歧

视传染病患者的原因分析。 研究者注意到,科学知

识的缺乏、社会恐慌、信任缺失等是造成社会排斥的

重要原因[5]。 二是关于传染病患者遭受歧视产生

的社会后果分析。 研究者认为,人们对传染病患者

的歧视容易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敌视、带来社会冲突、
产生信任危机等[6]。 三是关于减少人们对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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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歧视的对策建议。 研究者在普及疾病科学知

识、加强公民教育、政府运用法律措施禁止歧视等方

面展开探讨,提供相关的主要对策建议[7]。
本文认为,学界已有关于重大传染病疫情暴发

过程中社会排斥和歧视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一般化

地讨论排斥和歧视现象的成因及其后果,尚存在两

方面的局限:一是缺乏在具体村庄社会语境中的深

入分析;二是缺乏村庄社区内部的机制分析。 虽然

有的研究者分析了艾滋病患者在村庄中遭遇的排斥

和歧视问题[4],但是相较于非典、新冠肺炎等而言,
艾滋病的传染性要低许多;同时,与常态化传播的艾

滋病相比,其他重大疫情所引发的整体社会恐慌要

更为严重。 整体而言,我们可以将村庄视为一个

“熟人社会冶,在村庄中,社会排斥的产生机制与一

般社会语境中的社会排斥产生机制存在较大差异。
社会排斥在村庄中的生产机制既与一般的社会排斥

生产具有共性,比如对疫病本身的恐惧等,但也有其

独特性。 因此,我国村庄语境中的传染病患者遭社

会排斥问题亟需深入研究;同时,我们需要挖掘重大

疫情暴发期间,社会排斥在村庄的生产机制和规律。

二、村庄社会排斥的呈现

本文通过调研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
我国村庄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重点疫区返

乡人员的社会排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淤摇 参见 http:椅news. sina. com. cn / c / 2020鄄01鄄26 / doc鄄iihnzhha4819016. shtml.
于摇 参见 https:椅www. guancha. cn / politics / 2020_02_09_535214_2. shtml.
盂摇 参见 https:椅view. inews. qq. com / a / 20200319A0RCA000.
榆摇 参见 https:椅view. inews. qq. com / k / 20200306A0BTJL00?.
虞摇 参见 http:椅tiuyan. people. com. cn / threads / content? tid = 7160742.

(一)拒绝与解除隔离者交往

在疫情暴发期间,村民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拒绝

与被隔离者来往。 这既属正常现象,也合情合理。
然而,有些被隔离者在脱离隔离期后,已经处于比较

安全的时期,但村民仍然拒绝与他们来往。 另外,有
的被居家隔离者请求村民帮忙,却遭到村民拒绝。
例如,L 某一家人自武汉返乡后,其岳父母曾经打电

话请求村中熟人帮忙,购买生活物资送上门,然而遭

到其他村民的婉拒淤。
(二)对隔离者采取过火的封户措施

我国有的地方村干部在武汉返乡人员的家中强

行上锁;有的地方村干部用木板把村民家的大门封

住;还有的村干部在武汉返乡人员家门口悬挂横幅、
贴上告示,上面标明“我家有从武汉归来人员,隔离

期禁止相互接触冶“此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大家远

离监督冶,等等。 在福建省 J 市 J 村,村干部在武汉

返乡人员 Z 某家门口悬挂横幅标语,上写“带病回

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冶;还有村干部拿着

Z 某家人的照片在条幅前大声吆喝,提醒接触过 Z
某一家的村民注意隔离防护于。

(三)举报被隔离者的正常行为

我国有的地方村庄为了挖掘出部分隐瞒自身旅

居史的重点疫区返乡人员,纷纷出台举报奖励措施。
这些政策鼓励村民相互举报,并对举报信息经过核

实的,给予举报者一定奖励。 举报奖励政策有利于

减少基层干部排查工作量,及时发现隐瞒重点疫区

旅居史的村民;但是,也可能导致被举报者内心不舒

服,引发对其他村民的不满、怨恨,从而导致更大的

村庄社会排斥,撕裂村庄社会。
尤为严重的是,一些武汉返乡人员隔离期满后,

仍然遭到当地村民的不断举报。 例如,武汉返乡人

员 G 某,在居家隔离期满后,带着口罩出门买菜,但
仍被邻居举报了。

(四)强制劝返驱赶外地人员

全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封村、堵路是各地农村

村庄的普遍做法,部分地方甚至出现强制遣返或驱

赶外地人员,尤其是湖北武汉返乡人员的行为。
比如,湖北 S 市的 L 某,在 2020 年春节放假期

间,一直留守广州,未曾回过湖北。 节后,L 某前往

当地打工地所在村庄复工,但因为其身份证显示是

湖北 S 市,村庄防疫工作人员拒绝为其办理通行证,
以使他无法正常复工盂。

2020 年 2 月 8 日,另一湖北籍人士 W 某和同伴

准备返回广东 F 市某村复工。 他们刚到 F 市,就被

安排隔离至 2 月 28 日,隔离时间长达 21 天。 待他

们回到村里原出租屋时,却又被房东拒绝入住,最终

在外面的旅馆过夜。 W 某曾联系之前熟识的村长

帮忙,却被对方严肃告知,湖北人都不能进村。 后

来,经过当地防疫办再次协调沟通,W 某才被允许

进村榆。
此外,在一些地方政府的信访留言平台上,人们

也不时可见湖北人反映当地村庄防疫工作人员拒绝

他们入村的留言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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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社区居民不论疫区返乡人员是否感

染新冠病毒,只要是被贴上“疫区冶标签的返乡人

员,便群起而驱之。 这无疑会让返乡人员感受到深

深的社会排斥。

三、村庄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

任何社会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人们都可能

产生对疾病患者的社会排斥或歧视,中国传统的

乡村社会也更如是。 我们可从一些相关文献中了

解到,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对疾病患者

的社会排斥和歧视行为,但是在当前乡村社会转

型期,乡土逻辑的变迁可能将进一步强化社会排

斥和歧视。
(一)村庄社会排斥的触发机制

疾病既标识着一种身体状况,也是一种社会标

签。 “患者冶“病人冶都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尤其是对

于传染病患者而言,患病的社会意义更为明显;因为

个体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个体。 疾病的

传染性在患者与他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新型冠状

病毒的较高传染性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惧怕,产生

自我防御心理;尤其是对于一种新出现的疾病,由于

不确定风险更大,人们更容易恐慌。 在此情况下,人
们会本能地疏远那些已经感染病毒或很可能已经感

染病毒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对传染病患者“另眼

相看冶。
在村庄社会中,村民对传染病患者的社会排斥

则更具有场景性。 根据熟人社会的特质,既然村民

之间非常熟悉与亲密,应该可以消弭或压缩社会排

斥的生产空间。 村庄熟人社会是一种理想类型;之
所以将村庄视为熟人社会,是相对于城市陌生人社

会而言的;相比于城市陌生人社会,村庄社会的村民

熟悉程度更高、社会往来更为频繁。 而在城市社区

当中,人们一般都比较陌生、几乎很少往来。 当然,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村民的熟悉与亲密程度也存在

差异。 有的村民之间较熟,来往较多;而有的村民熟

悉程度则更低、来往更少。 根据熟悉亲密程度的差

异,我们也可以将村庄熟人社会视为一个“圈层结

构冶 [8]。 一方面,核心家庭属于最紧密的层级,越往

外扩展,熟悉亲密程度越低;另一方面,关系越亲密,
则越不可能产生歧视。 在家庭内部,家人不存在对

病患的社会排斥问题。 相反,如果家庭中有人患病,
家庭成员还会互相照顾和扶持;家庭的亲密关系

可以抵消、克制社会排斥。 当然,社会排斥能否产

生,就要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亲密程度而论。

若社会关系足够亲密,那么不会产生社会排斥,而
会生产出扶持、照料等正向情感。 即社会关系在

亲密程度与社会排斥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 在临

界点以内,人们不会产生排斥和歧视;而一旦跨越

这个临界点,那么就容易产生排斥和歧视。 因此,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家庭以外的范围关系往往更

容易产生社会排斥。
(二)村庄社会排斥的共情机制

村庄社会原本属于熟人社会。 正如费孝通先生

所言:“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

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 每个孩子都是

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

从小就看惯的。 这是一个‘熟悉爷的社会,没有陌生

人的社会。冶 [1]9熟人社会具有诸多特质。 第一,熟人

社会的首要特质是熟悉性。 在熟人社会中,村民相

互之间非常了解。 “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

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 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

的了解。冶 [9]44 第二,熟人社会中的信息流通速度较

快。 各类信息在熟人社会之中能够迅速传播,如某

村民家中的趣闻轶事,很容易在村庄社会中得以

传播。
目前,尽管我国村庄熟人社会特性已经有所下

降,但相对而言,村民仍然具有较高的熟悉程度。 村

庄的熟人社会特质,使得那些村民从湖北武汉返乡,
那位村民感染了新冠肺炎,村民们都能迅速掌握情

况。 由于村民出于自保的本能,尽量降低未知风险,
因而即使是村庄社会的熟人,也会选择避而远之。
疫情信息激发村民对“疾病的想象冶,使村民产生一

些非理性的歧视行为。
村庄社会为疫情信息传播创造了载体。 在村

庄内部,疫情信息仍然能够得到较快流传,且信息

的快速传播与信息失真并存。 一方面,村庄社会

内部信息传播速度仍然比陌生人社会更快;另一

方面,疫情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变异或失真。
由于村民对其他人家庭情况了解程度下降,再加

上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甚至歪曲,并经过

微信等自媒体传播,信息失真度越来越高;各类谣

言的传播更是容易产生恐慌,而恐慌为谣言滋生

提供了土壤,并进一步强化了恐慌。 在那些已经

出现确诊病例的村庄,更容易传播有关疫情的信

息甚至谣言,从而对患者家庭形成更深的社会排

斥和社会歧视。 比如,福建 J 市 J 村在疫情期间出

现了 10 个感染病例。 即使该村是一个团结度较

高的宗族型村庄,仍然对病患家庭产生了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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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
自媒体时代使社会信息传播速度加快。 许多村

民都使用智能手机,开通了微信朋友圈,得到的信息

更容易在村庄社会内部传播。 一旦有村民感染病

毒、或者疑似感染、或者从重点疫区返乡,而这些信

息很快就会被其他村民知晓。 由于疫情风险信息被

新媒体进一步传播,村民们获知相关信息后,便会主

动疏远跟病毒可能存在关联的人。 媒体的相关报道

进一步扩大了风险传播,形成有关疫情风险的“想
象共同体冶。

(三)村庄社会排斥的信任机制

熟人社会具有亲密性。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
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这感

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冶 [9]10。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村民交往

的重要依据是血缘亲情;村民之间来往较多,亲密

感较深;村民行为遵循“内外有别冶的原则。 即村

民对于村内熟人、自己人,可以讲人情、讲面子;而
对于外人、陌生人,则倾向于公事公办。 “乡土社

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

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冶 [9]10

因为村庄中的村民不仅相互之间熟悉、亲密,进而

生产出信任,同时,人人都深谙行事规则,且预期

其他人也会遵守规则。 村民之间由此有了长远的

预期。
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现代化、市场化的渗透

加深,村庄熟人社会的特质也在渐渐流失,尤其是

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进一步稀释了村庄共同体。
整体而言,我国村庄中村民的亲密度、熟悉度都在

下降;而当亲密度、熟悉度下降时,村民之间的信

任也会降低。 我国的许多地区,村庄共同体几乎

趋于解体,走向“半熟人社会冶、甚至“准陌生人社

会冶。 由此,村庄主体性日益缺失;村民在村庄社

会中越来越缺乏安全感、长远预期和归属感;“人

心不在村冶 [10] 特征越来越明显。 虽然从表面看,
村庄仍然具有熟人社会的某些特征,但越来越多

的只是具有“熟人的外衣冶。 “人们正在以传统社

会中对待‘陌生人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父老

乡亲,对待那些从前被认为类似于自己的父母兄

弟的‘熟人爷。冶 [11]

淤摇 参见 https:椅www. guancha. cn / politics / 2020_02_09_535214_2. shtml.

摇 摇 随着村庄乡土逻辑的逐步消逝,村民之间的信

任程度也在降低,而 “风险和信任是交织在一起

的冶 [12]。 一方面,村民对于重点疫区返乡人员的信

任度降低。 根据已有研究显示,信任与歧视有着密

切关联[7]。 在信任度降低的情况下,面对疫情的不

确定性风险,村民更容易产生对病患主体的歧视。
对于村民而言,疫区返乡人员发生了从“熟人冶到具

有特殊经历的“潜在的陌生人冶的转变。 其他村民

可能以对待“潜在陌生人冶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疫

区返乡人员。 另一方面,疫区返乡人员对其他村民

的信任度也在降低。 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旅居史等

信息透露给其他村民,并且由于双方信任程度的下

降,使得隔阂加深。
(四)村庄社会排斥的管控强化机制

村庄社会排斥的产生,除了跟村庄社会本身有

关外,还跟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管控强化机制密切

相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上下都在迎战疫情,

形成了“硬核冶防控体系,使疫情防控效果在短时间

内得以彰显。 目前,虽然疫情已逐步平稳可控,但仍

需要大力加强防控。 然而,部分地方采用的过火的

防御手段,加剧了村庄社会恐慌,给疫区返乡人员带

来一定的伤害。 村民面对疫情中浓厚的恐慌氛围,
害怕被传染,且不确定性风险在村庄社会中被进一

步放大,从而对于疫区返乡人员更容易持有偏见。
村民对于疫病不确定性风险的担忧被放大,而这又

进一步加剧了村民对重点疫区返乡人员的歧视和排

斥。 由此,“超硬核冶管控使得社会排斥和歧视在村

庄内部得以进一步产生。
在疫情防控期间,有部分群众因害怕遭到其他

村民的排斥,选择故意隐瞒自身重点疫区旅居史,从
而导致感染其他人员。 这些人的行为遭到了整个社

会的一致谴责和唾弃。 对此,我国公安、检察院部门

也对部分恶意隐瞒自身旅居史的人员采取了法律强

制手段。 例如,福建省 J 市 J 村村民 Z 某一家从武

汉返乡之后,曾因隐瞒自身旅居史而被当地公安部

门立案侦查淤。 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这类强制

措施有其必要性。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不敢承认自

己的疫区旅居史? 可能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村庄社

会对疫区返乡人员的整体性歧视和排斥氛围。 村庄

社会排斥使疑似感染者、疫区返乡人员陷入道德困

境。 对于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疫区重点返乡

人员而言,与病毒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 “家

丑冶,是自己家人的“隐私冶。 如果他们选择隐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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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旅居史,那么对他们自己有利。 村庄熟人社会有

其自身的隐私开放逻辑,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冶 [2]。
“正因为隐私在结构性自己人单位内具有公共性,
反倒会使当事人不愿将隐私公开给他们。冶 [2] 如果

他们承认自身旅居史,则会遭受他人歧视和排斥。
这种排斥使得疫区返乡人员对自身的身份标签产生

一种畏罪感,害怕自己暴露之后,会遭受社会排斥;
而且对社会排斥和歧视的恐惧,使得他们铤而走险,
选择隐瞒自身的旅居史。

有的返乡村民不理解、不支持基层防疫工作,没
有按要求进行医学隔离观察,并且基层干部对其进

行劝阻之后,仍然我行我素;部分村民的信息隐蔽行

为倒逼基层采取强硬控制手段。 据了解,一些村民

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谎报自己行踪、身体状况信息等

现象。 甚至有的人在明知自身很可能已经感染病毒

或高度疑似感染的情况下,仍然参与聚会、旅游等活

动,从而将病毒传染给他人,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这些因素致使其他村民对这些返乡人员进行道德谴

责,指责疫区返乡人员“随意走动冶 “明知自己从武

汉回来,还那么不自觉冶,从而对疫区返乡人员形成

舆论道德压力。
在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村庄加强疫情防控

是必须的,但过激的、不切实际的防控措施不仅不利

于疫情防控,反而容易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某些

地方的基层干部的封户、遣返等过激做法容易在社

会当中制造恐慌氛围。 这些不切实际的“超硬核冶
防御手段将返乡人员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在群众

当中形成紧张情绪,误导群众对疫情的认知;同时,
这些不切实际的防控措施加剧了村庄社会恐慌,进
一步诱发了村民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染者以及疫

区返乡人员的社会排斥和歧视。

四、村庄社会排斥对生活共同体的冲击

本文认为,在重大疫情暴发防控期间,村庄社会

排斥、歧视的发生与蔓延将会给村庄生活共同体带

来深刻影响。

淤摇 参见 http:椅news. sina. com. cn / c / 2020鄄01鄄26 / doc鄄iihnzhha4819016. shtml.
于摇 参见 https:椅www. guancha. cn / politics / 2020_02_09_535214_2. shtml.

(一)加深村庄生活共同体裂痕

乡土社会的交往遵循情面原则,“情面原则是

从熟悉和亲密生发出来的一种处事原则, 是熟人

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它要求人们待人接

物、处理关系时, 顾及人情和面子、不偏不倚、合乎

情理、讲究忍让。冶 [1]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

各分子之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冶 [9]73 村

庄是具有“人情冶的村庄。 情面原则意味着,村民

应该给熟人留点情面,即使他们影响到自身或村

庄利益。 然而,伴随我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加快,村
庄的乡土逻辑正在逐步淡化。 对于病毒感染者、
疑似感染者和重点疫区返乡人员,村民们的社会

排斥和歧视越发明显。
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对于他人的行动尤其敏

感。 一方面,一旦发现他人疏远自己,被排斥感可

能更强;另一方面,对于被排斥者而言,村民们昔

日还是乡里乡亲、亲朋好友,而今自己“落难冶,却
疏远自己;村民的歧视行为已经失去了“人情冶味。
这难免让他们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而巨大的心

理落差使他们对村庄感到失望,甚至对其他村民

产生怨恨。
村庄作为一个熟人社会,一些地方干部的封户

做法使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庄社区内部被排斥,也使

得武汉返乡人员在乡亲邻里当中颜面尽失,从而使

他们在村庄社会中感觉到被边缘化。 比如,某高校

教师 L 某,其家庭在村庄中原本很有地位,但此次

从武汉返乡之后,却因为是从“疫区冶归来,而被亲

戚、邻居疏远淤。 他们感觉“面子冶尽失,在村庄中极

不适应,因此而影响到其家庭日常生活;更未曾想

到,原本寄予深情的村庄竟然容不下自己的“疫区

返乡人员冶身份;同时,这种被伤害感甚至使他们产

生了尽快“逃离冶村庄的念头。 在经历村庄的严重

社会排斥之后,福建省 J 市 J 村的武汉返乡人员 Z
某也曾说:“这辈子可能都不想回福建来了。冶于对于

被排斥者而言,往日熟悉、亲密的乡亲瞬间变得陌

生、隔阂,被排斥、孤立者对村庄社会渐渐产生不满。
村庄社会形成“多数冶与“少数冶的分野,之前村民间

的亲密关系可能再也难以修复。
相反,城市社区属于陌生人社会。 居民相互

之间原本就缺乏交往,互不了解,就无法产生歧

视;没有交集,也就无从排斥。 社区居民对他人信

息了解较少,居民难以判断他人是否疫区返回人

员或者是否感染病毒,除非是有人故意泄漏信息。
因此,在城市社区,疫区返乡人员一般难以产生被

排斥感。
(二)酿成村庄社会冲突

严重的村庄社会排斥和歧视还可能带来社会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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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村庄各种“超硬核冶的防控方式在武汉返乡者和

其他社区居民之间人为划了一条鸿沟,也带来社区

分裂。 同时,公众的恐慌情绪与社区排斥不断叠加,
导致武汉返乡人员与村庄其他村民的紧张和冲突。
我国有部分地方还由此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一些

邻居骚扰武汉返乡者,甚至破坏他们居住的房屋。
这将扰乱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以及进一步导致防

疫的失控。
(三)加剧村庄疫情扩散

村庄社会排斥和歧视不仅不利于防控疫情,反
而容易进一步使疫情扩散。 尤其是村庄“封户冶等

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武汉返乡人员形成被边缘感,
社区排斥可能导致他们害怕自己暴露在村庄中。 患

者为了迎合村庄社区的需要,或者更好地被村庄社

区接纳,可能倾向于隐瞒自己的旅居史或病情。 对

于传染病而言,患者有意隐瞒病情将为病毒在社区

内传播创造新的机会。 因此,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疫情扩散。

五、结论和讨论

村庄的熟人社会特质,使得村民对病毒感染

者、疑似感染者和疫区返乡人员的社会排斥的生

产机制呈现出与一般社会的差异。 在乡村社会转

型期,村民之间的熟悉度、亲密度和信任度都逐渐

降低,这进一步强化了村民对病毒感染者、疑似感

染者和重点疫区返乡人员的排斥,而且村庄社会

排斥加剧了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裂痕,致使村庄社

会整合难度进一步加大。 我国未来可以从基层政

府、村庄社会和村民个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入手,改
进农村疫情防控举措,加强基层公共卫生应急治

理体系建设。
(一)基层政府需要强化依法科学防控理念

首先,基层政府应强化依法防控。 党中央屡

屡强调,越是到了疫情防控“越吃劲冶的关头,越需

要坚持依法防控。 隔离是维护社会秩序、防控疫

情扩散的必要手段,但过激防控手段容易损害被

隔离返乡人员的权利。 地方干部不能抱着“宁可

错杀一千,也不可漏网一人冶的心理,盲目扩大防

控对象和范围,最终使得防控政策发生偏差。 地

方政府需要注意把握疫情防控的力度,不能给基

层施加太大压力,避免官僚主义对下级特别是基

层的过度干扰,制造和扩大恐慌氛围。 其次,基层

政府应树立科学防控理念。 乡村基层一些不切实

际的防控方式会使得村民变得愈加恐慌,而这种

基于恐慌的治理方式极容易滋生村庄社会排斥和

歧视。 在疫情防控中,我们要依靠专业知识、尊重

专家权威,在疫情防控决策中尽可能做到科学、合
理、实用。

(二)村庄社会需要提高应急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乡村社会的排斥和歧

视现象的存在表明,村庄社会成熟度较低,远不能适

应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要求。 我国基层政府的应急

社会建设亟待加强,需要通过新媒体等多种途径,及
时发布有关疫情的各种信息,加强群众公共卫生教

育,普及疫病的基本知识;同时,要继续大力提升公

民素养,形成友善、博爱的氛围,给疫区返乡人员以

更多的人性关怀;要真正发动群众,形成群防群治的

格局。
(三)村民个体需要提升防控主体性

村民不能仅仅等待和依靠基层政府的动员,而
应增强疫情防控的主体性,做好自我隔离、自我防

护;疫区返乡人员也应自觉支持各地防疫工作,自觉

采取隔离措施,主动汇报自身行踪和身体状况等信

息,尽量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减少麻烦。
本文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基层政府、村庄社会和

村民个体等多元主体进行协同共治,形成治理合力,
方可实现社会脱敏,不断提升社会成熟度,减少村庄

社会排斥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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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Village Social Exclusion and Diversified
Governances in Major Epidemic Situation

———Observations Based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 COVID鄄19" Pneumonia

TIAN Xianhong
(Institute for China Rur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outbreak of a major epidemic, the village忆s social exclusion manifested itself in
refusing to interact with the villagers who had been released from segregation, taking measures to close
households, reporting normal behaviors of quarantined persons, and forcibly persuading returne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village social exclusion includes trigger mechanism, empathy mechanism, trust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ed control mechanism. Through the above four mechanisms, the uncertainty
risk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magnified, making villagers more severely socially
excluded from others. Village social exclusion affects the unity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and exacerbates
the rift in the village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coordination and co鄄governa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through multiple subjects such as grassroots governments, village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 villagers, to
form a joint governance force, continuously improve social maturity, and reduce village social exclusion
and discrimination.
Key words: acquaintance community; major epidemic situation; community of life; village social
exclusion; COVID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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